
中国近代史2023.1
MODERN HISTORY OF CHINA

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外国商人终于实现在

沪通商之目的。①与此同时，传教士也抓住时机来沪发

展教务，其中最早到达上海的是伦敦差会的麦都思

(Walter Henry Medhurst)和雒魏林 (William Lockhart，
又译雒颉)。1843年末，两人在完成宁波和上海两个

通商口岸的考察后，最终决定选择上海发展业务。②麦

都思主要负责传教事业，而雒魏林因其医学传教士的

身份更多关注现代医学的传播。1844年2月在雒氏的

主导和麦都思的协助下，在大东门外租借房屋创立上

海首个现代医学的医院③，当时名为 ChineseHospital
(华人医院)，1858年《上海年鉴》载中文名称仁济医

院，取“仁术济世”之意。伴随着西医的进入和相关

机构的设立，现代医学在上海开始传播与发展。

梳理已有的近代上海西医及医疗机构研究资料

可知，研究成果大多为医疗史范畴：苏精以极为丰富

的在华传教士和东印度公司的档案，细致描绘了 19
至20世纪初年西医来华过程中的人和事，为本研究

提供了详尽的背景知识和一些著名医生在沪的事迹

或个别医院创立的详细过程④。其他相关的研究或

以单个医院作为考察对象，例如王尔敏、高晞对仁济

医院⑤，海珂对广慈医院(今瑞金医院)⑥，王莉娟等对

上海西门妇孺医院(今上海市红房子妇产科医院，即

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⑦，罗振宇对公济医院(今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⑧展开研究；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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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西医作为慈善事业与传教事业相结合的研究占一

定比重⑨，还有讨论西医的传播过程中涉及上海相关

医院⑩。另新近出版的关于当时来沪西医对当时西

人的卫生保健指南译作的问世，为本研究提供了基

础医学知识梳理。

纵观相关的医疗史研究，鲜有将西医机构的空

间分布作为研究对象，这与研究材料及研究方法有

关。本文主要以《行名录》、道契作为主要研究资

料。《行名录》是开埠后编年体的商业指南，记载了洋

行的中英文名称、洋行地址以及经营种类等信息，作

为研究材料具有两点不可替代的优势：其一，可确定

洋商或洋行的医疗相关的性质，确定一些中小医疗

机构；其二，具有准确的地理信息，可利用地理信息

系统(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简称GIS)复原和

分析空间分布。然而，系统的《行名录》资料最早只

能追溯到 1852年，此前只能依靠道契资料进行定

位。道契是西人来沪租地的主要凭证，由当时的道

台刊发，记载了租地时间、租地面积和地块四至等信

息。道契的梳理可确定在沪医生的租地情况，用于

早期的空间定位。另外，本文还利用仁济医院、公济

医院等医院年报，讨论医院经营时的就医人数、就诊

病例等细节问题。本文通过上述材料的爬梳，旨在勾

勒开埠初期上海西医的发展概况，并利用GIS技术复

原空间分布，最后讨论开埠初期近代西医在上海的空

间分布以及在此基础上与城市扩展的互动关系。

一、草创阶段的医疗机构(1844-1859)
1843年，雒魏林成为第一位抵达上海的基督教

传教士，同时是英国最早来华的传教医生。1838年
他与麦都思同船来华，次年 2月到达广州，与伯驾

(Peter Parker)等发起医学传道会(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并负责主持澳门的诊所。1840年 7月英军

占领舟山群岛后，雒魏林前往舟山，至英军撤离前三

天的1841年8月20日为止，总共医治了3502名中国

病人，其中眼科病人最多。1843年 11月初，英国驻

上海领事巴富尔到职，途径舟山，他趁机随船同行，

成为最早抵沪的外国人之一。1844年 1月，雒魏林

关闭原先在舟山的医院，抵达上海，2月即创办仁济

医院，成为上海本地最重要的医院之一，存续至

今。1845年雒氏在麦都思的租地旁边租得一块 11

亩的土地，1846年因原先租用的华人房屋过于狭

小，在山东路附近新建医院，就医环境得以改善，就

诊人数猛增。

随后，来沪的产业医生渐多，并开始租地。1847
年道契正式签发，据道契载道光二十七年正月十八

日(1847年 3月 4日)，英人格医生租第 23号第 65分

地，格医生即Thomas Kirk，《上海年鉴》翻译成“长脚

医生”，其租地位于北京东路以南、河南路以东，面

积达 20亩。在《1850年在沪名单》中记为开业医者

(Medical Practitioner)。该租地名单为《北华捷报》为

了统计税收将当时在英国领事馆租地人整理汇总而

成。该表中又出现一位医生——哈尔医生(Hall，G.R.)，
他租得江西中路与广东路路口的第18号分地，与早

前租地的长脚医生(第 65号分地)分占英租界南北。

更有趣的是这位西人医生，在小刀会占领上海县城

的时候，与另外一个西人(Mr. Caldecott Smith)冒险进

城营救道台。

1852年《上海年鉴》首次刊印，创刊号中刊登了3条
医生或机构的条目，分别是药房(ShanghaeDispensary)、
长脚医生(记为外科医生)与雒魏林(记为伦敦差会传

教士兼外科医生)。1853年《上海埠租地名录》同样

刊登于《北华捷报》，记载了另一位医生Murray，Dr.J.
I.，他后与哈尔医生合开诊所，名为Hall & Murray，即
太全行。1854年《上海年鉴》记载医疗相关的共 5
家，细分为医院(hospital)、药房(dispensary)、外科医生

(surgeon)与医疗指导(medicaldoctor)，其中还有几位医

生属英国皇家外科医师学会会员。1855年在沪医生

或机构未见变化。次年，长脚医生在原来租地不变

的基础上又加租了两块地，租地面积已经超过了大

多数的洋行和洋商了。

1856年，除去经常提及的哈尔医生和长脚医生之

外，名单上又多了一名医生——指望医生(Sibbald，F.
C.)。该医生为爱丁堡皇家外科医生协会会员(Member
of the Royal College of Surgeons of Edinburgh，《行名

录》缩写记录成“M. R. C. S. E.”)，当时英格兰有制度，

外科医生或药剂师大多从学徒出身，再到医院按规

定学习一段时间后，通过考试才能取得开业资格。

指望医生是上海第一位外侨社区医生，先服务于仁

济医院，《北华捷报》1859年刊登着他署名的医院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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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总结，同年以仁济医院医生的身份在工部局法庭

提供证词，至 1875年又与 J. G. S. Coghill医生等共

同署名撰写《1868年公济医院的医学报告》，服务医

院可能有所变动。1857年《上海年鉴》缺失，1858年
《上海年鉴》中又新添有4位医生和2家药店，分别为

栢医生(Bell，Thos.，Goodall，C. W.)、补医生(Burton，G.
W.，又译甫医生)、合信先生仁济医院(Hobson，Benj.)，
摩医生药房(Mottley，Geo.)和润馨药房(Muford，J. D.)。

医疗事业自开埠以来发展迅速，不仅人数增长，

且门类越来越细。外科医生和全科医生数量保持增

长的同时，独立的药房或者药剂师相继出现。医疗

行业因与西人的生命安全密切联系而得以发展。这

批大班先生们在上海的饮食十分奢华，并且认为中

国的蔬菜是不合卫生的，经常导致腹泻、痢疾、肝病

等病症。当时韩雅各(James Henderson)认为在诸多

病源中，饮食不规律是影响最大的。因而，作为关

乎生存和健康的医生一职遂较早地进入到上海这片

土地。

然而，初期上海的西医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开埠

伊始即在沪经营的医生在1858年的《行名录》中大多

缺失：最早抵沪的雒魏林因家庭原因回国；1845年
即已抵沪租地的长脚医生于1859年在都柏林去世，

推测其1858年离沪；1847年开始租地的哈尔医生以

及 1856年才开张的Mottley，G.，在 1858年都不见记

载了。除去个别医生的个人或家庭原因离沪，整个

医疗体系发展受挫应与当时的动荡政局不无关联。

1853年太平天国攻下南京，其势力在江南地区进一

步扩大，而小刀会起义也在上海到达顶点，占县城、

杀县令这些动荡对原本就面临着陌生环境的洋人来

说，无疑更添担忧。虽有租界的保护伞，但洋人对这

不稳定的局势还是惶恐和担心。以仁济医院为例，

1849年为了吸引无暇出城的商人和行动不便的病人，

于城隍庙后面设立的城内诊所，在 1853年小刀会占

领县城后不得不关闭，直到 1860年韩雅各接掌仁济

时才恢复。该院的大事记同样记载着“1849年太平

天国混乱，1864年太平天国结束”。混乱的时局下，

洋行歇业、洋商撤离，西医也因个人健康、家庭因素

以及教会人事管理方面等诸多原因离开上海而停止

营业，这均造成了19世纪50年代末西医的短暂衰败。

二、日臻完备的医疗业(1860-1879)
开埠之初就有西医入驻沪上，个别医生如哈尔

医生，拥有大量租地。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在沪经营

医疗行业的洋行不仅数量增多，且呈现出更为细化

的分类和多样性的态势，分布特征也十分鲜明。整

理19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行名录》中与医疗业相关的

洋行信息可知，19世纪60年代的上海医疗机构逐年

递增，到19世纪60年代末已达16家。这些洋行不仅有

药店(dispensary、pharmacy)、医院(Hospital)的区分，而

且更是细化到外科医生(surgeon)、医疗指导(medical
doctor)、开业医者(medical practitioners)、牙医(dentist)、
药剂师 (apothecary、chemists and druggists)等各个门

类，已与现在的西医科目设置大致相同。

对比 19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医疗机构数量，1872
年有所发展，70年代基本上保持在 20余家，其中

1874年最多，有 24家。然而，这十年虽然数量上有

所增加，但是种类和十年前相仿，不过《行名录》记载

一些医生被官方机构聘为顾问等，例如 1872年和

1874年《行名录》载栢医生(Coghill and Henderson)为
工部局外科医生和健康官员(municipal surgeon and
health officer)，哲医生(Jamieson，Alexander，M.A.，M.D.，
常译为“詹美森”)为海关外科医生顾问 (consulting
surgeon to the customs)，锡张医生(James Johnston，常
译为“庄斯敦”)为大英领事馆司法部医务官(medical
officer，judicial department，H. B. M. Consulate)。这些

医生或专职或兼职地为机构服务，表明当时驻沪机

构设置越来越合理，医疗咨询成为常态化，毕竟开埠

最初连领事官都是商人兼职，更不要说还有专门负

责医疗咨询评估的医生了。

下文以仁济医院为例。该院存有建院以来的就

诊人数和年度报告，将相关数据整理成表1，可大致

了解其接诊人数和服务对象。

由表1可知，在这三十余年中，1846年因位于山

东路的新院落成，就诊环境比原先改善，就诊人数特

别多，1847年 7月至 1848年是由于计算时间长达一

年半，人数亦多。而后的 1860年门诊病例 16，113
人次达到一个小高峰，James Henderson医生在 1863
年的《仁济医院报告》中提到，“在最初的十年间，门

诊人数在10，000到15，000之间，最近的几年逐渐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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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去年的门诊人数接近50，000，其中最大的人流量

在6月”。

时至 19世纪 70年代，除门诊病例的增加外，更

显著的是住院病人数量大幅增长。1873年 8月，该

院因原来五楼五底病房不够使用，需要扩充，暂时移

到西马路。次年4月，医院花费五千二百两白银新

建住院病房，分设男女，病床数从 26 张增至 60
张。1876年住院病例已达600例以上。

仁济医院不仅有就诊人数，还有疾病的统计数

字，年报中单列了吞食鸦片自杀的人数，并详细介绍

个案情况等。同样，《申报》关于仁济医院接诊病例

中吞食鸦片的报道最多。据统计，1872至1874年三

年之间，《申报》共有9份报道涉及送诊到仁济医院，

其中吞食鸦片5例(全部死亡)，被马踩伤的事故2例、

刀伤2例。吞食鸦片可能社会影响较大，故而被多次

报道和单独记载。

然而，检索仁济医院的统计和报告，就内科而

言，霍乱、疟疾为主要病例。1863年间霍乱十分严

重，仅 7月 14日的 24小时内死亡人数就达 1500人。

另一方面，外科手术是最让华人惊叹的。1860-1864
年间，由于太平天国战乱，大量伤员被送至医院，枪

伤、刀伤数量激增，这五年总共从人体取出215颗子

弹。另外，治疗骨折患者87例，其中腿脚骨折39例，

手臂骨折48例。这五年间，眼疾治疗以白内障手术

最为常见，总共有63位病人接受了白内障手术，其中

39位成功。至 19世纪 70年代，仁济医院接诊的病

例似乎没有太大变化。

再来看定位与仁济医院不同的公济医院。该院

表1 仁济医院接诊人数及病例统计表

年份

1844
1845

1846.7-1847.6
1847.7-1848.12

1849
1850
1851
1852
1853
1854
1855
1856
1857
1858
1859
1860
1861
1862
1863
1864
1869
1870
1871
1872
1873
1874
1875
1876
1877
1878
1879

门诊总人次

5406
10978
15217
14386
9020
9352
11290
10143
11028
12181
12237
11495
11165

38069

48714

40411
42965

56624
54584

门诊病例

16113

12250
12823
13078
12378
12238
12239

13734
14140
14241

16465
16016

住院病例

674
404
536
568
516
485
538
542
619
614
697
645

吞食鸦片自杀

22

44

45

38
48
44
38
30

26
36
31
23
26
27

枪伤

78
52

94
82

刀伤

83
47

65
48

接种牛痘

378

300
1670
1861
1563
2558
2994
3365
3500
3982
3833
5426
5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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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院时主旨即为服务外侨。整理该院各年就诊人

数，制成表2。由表可知，公济医院的就诊人数没有

明显趋势可循，只是 1867年高达 16.4％的死亡率以

及1877年15％的死亡率较为突出，公济医院的报告

中提到 1877年的高死亡率也与当年流行的霍乱有

关。1877年1月，公济医院搬迁新址，新院增设了女

性病房、阅读室和手术室等。

公济医院报告中所载最常见的病例为：痢疾、梅

毒、大脑与神经系统疾病、风湿、呼吸疾病、高烧、伤

寒、天花、肝病、心脏病、皮肤病、眼疾、骨折和刀伤。

对比仁济医院病例，公济医院并没有吞食鸦片自杀

和帮助戒鸦片的病例，这应当与两家医院的服务人

群有关。公济医院旨在服务外侨，仁济医院则面对

的主要是华人。两家医院就诊人数与此也有关系，

19世纪六七十年代，进入上海的外侨人数较为稳定，

公济医院就诊人数没有大幅波动。

纵观19世纪六七十年代仁济医院的就诊人数和

接诊病例，其上升趋势明显，这与受众的增加不无关

系。仁济医院十年的报告就清晰地呈现了这一变

化，1864年的报告中指出，“在过去的 18年里，这家

医院一直对病人和受苦者开放”，而1874年的报告

中则说，“过去一年患者就诊情况良好，通常大多数

就诊人属于中下阶层，但是过去一年许多受过教育

的阶层也来此就诊。前来医院咨询病症的人群阶层

确实逐年有明显的提升。”就外科手术尤其是眼科

手术而言，是对华人生活影响最为密切也是最能为

大众所接受的，正如伯驾在广州开办眼科医院时就

认为这是接近中国民众的一个有效途径。医学传

教士因此骄傲地认为，“当西方大炮不能举起中国的

一块横木时，一把手术刀却打开了中国的大门”。

三、西医机构分布与城市空间扩展

用GIS技术提取相关地理信息，并与上海的城市

区域进行比较，可以清楚看到近代上海西医机构的

分布特征与城市空间发展的关系，如图1所示。

图1 19世纪四五十年代—七十年代上海西医机构分布示意图

表2 公济医院就诊人数与病例统计表
年份
1866
1867
1868
1875
1876
1877
1878

就诊总人数(人)
408
443
348
321
387
371

新增病例(人)

416
295
358
337

出院人数(人)

409
265
295
309

死亡人数(人)

26
27
58
38

死亡率(％)
11.9
16.4
5.9
8.4
15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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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9世纪四五十年代

开埠最初十余年，现代西学从无到有稳步发展，

然而由于数量有限(如图 1的 19世纪四五十年代所

示)，多集中在英租界内，但明显远离外滩和苏州河、

洋泾浜等洋行追逐的地段，大多沿着界路(今河南中

路)分布，只有仁济医院越过了界路在山东路附近，

即麦家圈的范围。从集中度来看，这几家医疗机构

以南京东路为中线南北散布，较为集中于今江西中

路和河南中路之间。

《工部局董事局会议录》收录自1854年成立以后

的董事会会议记录，结合已完成的空间定位工作可

细致复原当时城市建设情况。当时在沪的医生不仅

承担治病救人的职责，还影响着城市规划与建设，其

中最著名的就是麦都思和麦家圈的形成和发展。在

1846年明确将今河南路作为英租界西界之后，不乏

越界租地者。其中最先跨越界线的为麦都思和雒魏

林，前后将今山东路附近的第61与第62分地租用下

来，共同推进仁济医院的设立。在大多医疗业都集

聚在英租界河南中路以东的形势下，传教士将医院

开设在山东路一带，这自然因为大家服务的对象不

同。仁济医院创办之初关于选址的讨论是“由于大

部分外侨都在黄浦江边或附近租地，所以选址(山东

路)过于内陆尚存疑问，然而医院最初的设想即是主

要服务于洋行的华人员工以及在港的船员。”可

见，一般医生开设机构为西人社区服务，仁济医院则

主要为华人谋福，不管其设立的目的是传教与否。

仁济医院选择避开租界租地，可能有经济方面的考

量，因为“西人租用的土地按照土地距离黄浦江的远

近，确定土地估价的一定比率”，但为争取最多的华

人就医是其主要目的，最终促进了山东路附近的发

展和道路的修缮。故而，可以说在英租界空间的扩

展中其实西医机构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麦家圈的

形成和发展就是最佳例证。

无独有偶，宁波路的扩宽与延伸也与西医密切

相关。1856年 5月，工部局试图延伸宁波路，但是

“董事会查明这条道路西面的土地是不能购买的，因

此整条道路只得由柯克医生提供(即长脚医生)”。

据《上海道契》记载，该医生拥有靠近宁波路第23号
道契第65分地等多块土地。不仅如此，长脚医生长

期承办工部局巡捕房护理和药物，为巡捕房的医官，

与工部局有良好的合作关系。在延伸宁波路时，他

既提供修筑道路的土地又提供资金，工部局自然乐享

其成，宁波路的西拓也符合英租界向西发展的态势。

(二)19世纪60年代

至 19世纪 60年代，西式医疗机构散布在英租

界、法租界、美租界的整个租界地区。概为与方便居

民就诊，而其中英租界最多，分布也十分规律。结合

图1可知，当时医疗机构最先分布在位于英租界中心

区域的汉口路、四川路。之后随着英租界区域的发

展，医疗业洋行扩散到北京路、南京路、福州路、广东

路、山东路等处。这种分散布局之中有十分明显的

集聚效应，基本上都在英租界当时最主要的横向干

道上，而纵向干道仅有四川路与山东路两条马路。

四川路是当时除去外滩发展最早的纵向马路，而山

东路的发展则与当时的麦家圈与仁济医院有关。但

从街区角度来看，西医和其设立的机构基本上是平均

分布在各个街区的，这与行业的服务性质密切相关。

再看法租界当时医疗机构的分布。1863年开设的

海事医院(Marine Hospital，中文名为笔者翻译)位于领

事馆路(Rue du consulat)，1865年的威贞同(Pharmacie
de L'Union，1872年改名回春堂)在法租界外滩，1868
年的法兰西医院 (Hospital Francis)在孟斗班路 (Rue
Montauban，今四川南路)、大法国孖时医生(Massais，
E.)和法国药店(Pharmacie Francaise，中文名为笔者翻

译)则在法租界外滩(French Bund，今中山东二路)，其
空间分布主要在法租界的东区，以法租界外滩最多。

相形之下，美租界虹口一带当时医疗机构分布较

少，最早出现在《行名录》的是1860年——老德记，类别

记为药房(dispensary)。1864年增加了文医生(Brooe，
H. W.，即文恒理)和其生房药(HongqueDispensary)，这
几家医疗机构仅注明虹口。直到 1868年才具体将

主营牙医的森泰医生(Eastlack，Wm.C.)标注出地址

在黄浦路 3号，次年又增记玛高温(Dr. Daniel Jerome
Macgowan)为虹口路43号。

经过上述梳理，可知19世纪60年代上海的西式

医疗机构分散在三个租界的同时，又在当时最为繁

华的英租界为最多。这自然与医疗机构的生存态势

相关。医疗机构一方面必须在尽可能方便病人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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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方设置，同时还需要有一定数量的就诊量以保

证其业务的继续开展。

检索 1861年《工部局董事局会议录》，发现伯顿

医生就道路建设同样提出相当多的意见。1861年 3
月23日，“伯顿医师就宽克路计划向西延伸询问董事

会准备提供多少金额资助一事”，然而得到的回应是

“董事会指令总办告诉他处理这些事项系受惯例支配，

董事会认为不能任意违反这种惯例”。同年4月21日，

总办向董事会陈述了伯顿医师提出的一个建议：

该建议的要点是，如果董事会批准上届董

事会与道台商定的安排，答应支付因填没那里的

沟渠使之成为道路的一部分而支出的一半，那么

伯顿医师将为延长公馆马路提供除《土地章程》

要求之外的必要土地。指令总办通知伯顿医师，

说明《土地章程》没有授予董事会权力为开拓道

路而支付任何公众钱财，并敦请伯顿医师查阅有

关的条款。另外关于开拓这条已提出来的道路，

还要就霍格先生的义务与他进行协商。

随后 5月 8日，伯顿医生提出申请，要求批准建

造一条“拟从苏州河至五圣殿开辟一条新的马路”，

此次建议得到董事会的赞同，并命令道路巡管对此

事采取必要措施。同月22日，伯顿医生再此提出修

筑道路的意见：

伯顿医师请求董事会在已拟定从华人谷场

向西至苏州河开辟一条新的马路中采取主动行

动，他的这一请求没有被接受。命令总办通知

伯顿医师，董事会已作好准备，只要伯顿医师安

排好从华人手中购得土地并准备付还这条道路

的费用，那么这条道路将在董事会的监督下进

行建造。

以上记录可以看出，伯顿医生首先提出了向西延伸

宽克路(今宁波路)的道路建设要求，但被董事会驳

回；第二次伯顿医生又建议董事会支付延长领事馆

路(今北京东路)所需一半的费用，那么他可以提供必

要的土地，董事会依旧不接受该建议。第三次伯顿

转而要求开辟一条从苏州河到五圣殿的新的道路，

董事会给予了赞同；第四次医生又请求从华人谷场

向西至苏州河开辟一条新马路，董事会虽然没有接

受，但也表示如果医生安排土地和修路的费用的话，

可以在监督建造上给予一定支持。

伯顿医生同样是一位传教医生，不同的是服务

于美南浸信会。伯顿医生最早见于1860年的《行名

录》，由于《行名录》的编纂直至1863年才记录具体地

址，当年记载该医生诊所坐落在北京路，1869年搬迁

至圆明园路，到 1878年都是该地址。对照 1855年

《上海外国租界地图：洋泾浜以北》可知，伯顿医生

第一次要延伸的宁波路，当时只修筑到沙逊洋行租

地附近(今江西中路和河南中路之间)，今河南中路以

西的路段尚未开通。同样，当时北京东路路段止于

今河南中路。而伯顿医生当时主张修筑五圣殿至苏

州路即今河南中路宁波路以北路段地图上也未标

注。最后一条，华人谷场定位不甚明确，但是要以西

沟通苏州河的话，应当是与延长的北京中路路段差

不多平行的道路。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沟通苏

州河，连接英租界原本道路的规划。很明显，伯顿医

生提出这样的要求是希望改善诊所的交通条件，其中

两次提到修筑到苏州路或苏州河的道路，可见他沟通

苏州河以北的虹口的欲望尤其强烈，这一点在后十年

虹口地区医疗机构的分布状态中可窥得一二。

上文已述伯顿医生对城市建设给予直接建议，

一些医生则接受工部局的咨询。1862年 12月工部

局就关于石路西端排水系统的不完备状况，咨询了

裕泰医生(Dr. Sibbald)，医生“建议在新的道路现场采

用挖掘路边阴沟”，董事会表示批准该计划。1863
年讨论租界内的卫生问题时，工部局依旧与裕泰医

生联系，并最后决定听取医生的建议填平卖牛场所

上的死水沟。可见，医生对于工部局的建言可以说

在当时是较为普遍的现象。

(三)19世纪70年代

19世纪 70年代的西式医疗机构分布态势较 60
年代而言，在公共租界地区有了较大发展，而法租界

的医疗结构不增反减，到70年代末只有回春堂、尉达

乐和上海公病院三家了。与此同时，原英租界的医

疗机构比前一阶段更为密集，尤其向洋泾浜一带发

展的趋势明显。虹口地区医疗机构的分布则主要往

大名路以东扩散，这与 1862年虹口与英租界合并成

为公共租界有一定关联。公共租界的合并不仅给虹

口带来了英租界先进的管理制度和理念，合并后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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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的道路、照明以及原本被诟病的治安问题都得到

改善。这使虹口地区的投资和生活环境改善，虽不

及公共租界中区，但仍有更多的英商开始选择虹口

建厂，尤其是大名路一带。主要原因在于，一来这里

毗邻原英租界发达地区，仅苏州河一河之隔，跨河桥

梁修建，交通较之前便利；二来虹口地区开发较英

租界晚，租金相对低廉，成为占地面积较大的工厂、

宾馆的最佳区位。工厂带来了大量的劳动人口，又

促使医疗机构的发展，即有大量的目标人群。

到19世纪70年代，《工部局董事局会议录》中关

于医生的记载除种牛痘、修建医院之外，最主要是

关注市政尤其与公共卫生相关的事务。亨德森医生

(James Henderson)作为工部局的卫生官尤为关注整

个租界的卫生和安全问题，认为“董事会应向史密

斯先生提出警告，他正在开挖的那些池塘到炎热季

节很可能对公共租界地区的卫生造成危害”，不仅是

侨民存在这一问题，他还提醒董事会“甚至华人居民

住宅附近的随潮涨落的小河也成为严重的祸害”。

除了对于河浜受到生活污染这类公共卫生问题外，

亨德森医生还主张要经常冲洗租界内的马路和里

弄，要求每天打扫。亨德森医生还认为私人厕所危

害周围人们的健康，呼吁厕所的主人要保持彻底干

净。当然不仅卫生官可以对城市卫生发表意见，一

般医生也可直接向当局反映。加尔医生去信给法租

界公董局，“主张拆除目前分隔泥城派和洋泾浜的水

闸，理由是：目前各屠宰场扔出来的垃圾所散发的臭

气影响了公众的健康”。可见，医生以自己的专业

知识对可能危及租界卫生和安全的问题都提供尽可

能多的建议，而大多数情况下工部局也相信他们的

判断且尽可能地采纳。

四、结论

虽然在开埠初期在沪医生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

于雒魏林，除其医学传教士的身份特殊外，他还购置

土地捐建仁济医院。但事实上，还有许多医生在行

医之外，还大量囤积土地，从事土地投机，以赚得暴

利。如上文所述，长脚医生在 1855年的租地表中登

记的租地面积已超过了当时大多数的洋行和洋商

了，位列英租界租地人第5位。哈尔医生投资的重点

则放在虹口一地，在《1855年美国领事馆租地表》中

有 14块租地，其中单独租地 9块，成为当时在虹口

租地最多的个人。正是这一个人原因，使得租有大

量土地的医生们在担负治病救人的本职责任之外，

也关注上海租界的城市发展。

而之前近代上海研究中，对医生在城市建设中

承担的角色少有关注。但从本文的研究来看，从 19
世纪四五十年代麦家圈等的初步建设，至19世纪60
年代才有实业性的洋商与洋行分布到河南中路以西

之地，西医在上海租界早期扩张中发挥着重要的作

用。如伯顿医生在虹口合并之初就主张修建沟通苏

州河的道路，这对上海城市建成区快速向苏州河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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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改变彼此。更重要的是，西医作为上海租界侨

民的一分子，他们因为也参与到在上海城市发展中

发挥重要作用的土地投机活动中，对上海城市经济

发展十分关注，因此不仅以为民众提供医疗服务而

成为城市社会空间的生产者，而且采用更为主动的

方式参与城市物理空间扩张过程，这就使得城市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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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istribution of Western Medicine and the Spatial Expansion of the City
in Modern Shanghai(1844-1879)

Luo Jing

Abstract：Focusing on Shanghai Title Deed and the Hong List, this article has sorted out the medical doctors'
land leases in Shanghai and the medical institutions established after the opening of the port, and then used GIS to
restore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modern Shanghai medical system. In 1860s, medical institutions clustered in the
British Settlement, while the French Concession and Hongkou area were less distributed. By 1870s, the number of
medical institutions in the British Settlement and Hongkou Area further increased. Especially those near the Daming
Road in Hongkou area have grown rapidly. It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consolidation of the concessions. In sharp contrast,
the medical institutions in the French concession diminished instead. Finally, the article has analyzed the Minutes of
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 to discuss the role of doctors in Shanghai regarding the urban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process in the initial stage of the opening of the port, which ultimately promoted the expansion of urban space.

Key words：Shanghai; medical; modern; Shanghai Title Deed; Hong 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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